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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澳大利亞（以下簡稱澳洲）與台灣有許多可以比較的地方。澳洲與台灣儘管

國土面積相差很多，仍然有不少相近之處，可做為比較的共同基礎。比如說人口

總數，澳洲與台灣都是約二千多萬人，台灣略勝一籌，但差別不算大。說到原住

民，大約都有人口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原住民人口，比例也是相當接近，而原

住民就組成結構而言，台灣比較接近澳洲，即原住民內部族群眾多，難以找到共

同的語言與文化特質，保存與發揚都有較大的難度，不似紐西蘭一般，以毛利文

化為原住民代表即可。除了原住民以外，還有移民的存在，都是晚近才發生的問

題。台灣的東南亞移民與澳洲的亞裔移民問題有類似的地方，主要是由於新移民

者與主流社會有相當程度的文化差異。除了新移民的問題之外，有舊的移民問題

持續影響，台灣的外省移民與澳洲的英裔移民也有異曲同工之妙，隱隱涉及政治

前途的主張，台灣的統獨議題與澳洲的保皇議題應該可以對應參考。最重要的相

近之處，是這些族群問題的背後，涉及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問題。 

這其中有關澳洲本土文化認同的建立，應為值得參考比較的主題之一。早期

澳洲是英國流放罪犯的地方，是對歐洲而言是遙遠的地方，也是文明不發達的地

區，於是澳洲很長的時期存在著歐洲優位的文化觀念。這種觀念長期存在澳洲，

使得早期的澳洲並未建立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觀念，即使在 1901 年獨立建國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真正地發展出對自身文化的自信。同樣地面對強勢的宗主國

文化，澳洲卻能夠漸漸發展出一種以本地經驗為依歸的文化認同，這個過程時間

很長，也經過了不少轉折，但可以說到了二十世紀六十年代及七十年代之間，是

快速發展的時期，澳洲發展出新的文化觀念，逐步形成改變。 

在這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一種以澳洲經驗為核心的澳洲史觀發展出來，澳洲

也重新審視澳洲所在的地理位置，檢討澳洲與亞洲的關係，從而放棄長期以來為

人所詬病的白澳政策，改變單一文化傳統的政策，而改為採取多元文化政策，另



外一個改變的來源，來自澳洲原住民，由於對澳洲原住民的歷史處境有反省，到

後來接受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在澳洲文化認同中居於重要核心地位。本文認為在

這個轉變之中，構成刺激澳洲建立自己的獨特文化中，亞洲移民所形塑的多元文

化，以及澳洲原住民本身的獨特性，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將以專章討論其影響的

作用。 

同時，在這個建立獨特文化傳統的同時，澳洲並未放棄其原有的文化傳統，

但是設法對於在這其中引起的爭論與衝突，加以調整，而尋求自己的步調。在這

其中有因為調整之中而產生的不同事件，本論文認為應該加以檢討，才能以宏觀

的角度，理解在歷史洪流中對於其中的問題，有比較清晰的理解。在本論文中，

將檢討兩個不同性質的個案，一個是單一民族黨的興起，一個是共和主義運動的

發展。這兩種議題的發展，一個是少數支持，卻引起很大的注意，另一個是多數

支持，結果卻出乎外界的預料。在本文中的討論認為，這兩個事件應該加以特殊

的解釋才能明白，同時仍然可以對照大方向的發展，從這兩個例子中看到，澳洲

社會對於多元文化的逆流所採取的因應之道，以及面對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落

差，澳洲有自己的方式來對面。 

 
貳、從澳洲史的角度看澳洲認同的建立 

儘管有不少研究顯示，澳洲早在十九世紀就出現了澳洲本地認同（Michie, 

2000），而且這一認同導致了澳洲在 1900 年的獨立。不過在這個時候的澳洲認同

與我們今日所討論的澳洲文化認同有很大的區別，當時澳洲的獨立衹是政治上建

立了一個英國式獨立運作的體制，但是當時澳洲從人群組合、生活習慣、文化觀

念到政治運作，都是理所當然的英國式的。因此，澳洲的獨立與紐西蘭一樣，以

英國女王為國家元首，國旗上是米字旗為主體，同樣是大不列顛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一員，英國有任何的外交與軍事上的行動，澳洲與紐

西蘭一樣，都是以英國為馬首是贍。在這種體制之下，最難克服的是，當時澳洲

的文化認同，英式文化是最好的，本地事務相形見拙。 

構成今日澳洲的文化認同，雖然表面上來看仍然是以英語為主，英美式的莊

園生活型態為基底，文化的內涵卻有很大的不同，其中所使用的不少文化元素，

都是在澳洲創造出來的經驗，而以綜合性而具有獨特風格的澳洲文化而著稱。這

個澳洲文化有各種不同文化的影子，除了最早期英式文化，並且隨著不同地區的

移民加入，配上了歐洲各地的文化，以及亞洲各群體的文化，和澳洲原住民文化，

雖然有不同的文化元素的綜合，卻都是清楚地強調澳洲本地經驗。現今的澳洲文

化具有自我個性，也極具自信。我們可以以澳洲在 2000 年的雪梨奧運會閉幕式為



展示澳洲文化的場景，在閉幕式時，一項一項澳洲人引以為傲而代表澳洲的文化

象徵，在世人的眼光中大方展示出來，澳洲文化風格就在這個個別的文化象徵中

清晰地表達出來。 

由原來英式文化在澳洲的優越地位，到後來澳洲文化風格卓然成型，引以為

傲。其實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其中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在澳洲開發的早期，位

於南半球而地處偏遠的澳洲，因為遠離歐洲大陸，相較於歐洲世界為蠻荒之地，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澳洲住民是以歐洲的眼光來看待自身。儘管在當時也明白當

地原住民擁有獨特的文化，有自己一套與自然共處的生存之道，是樸實未經雕琢

的文化內涵，但是當時並未得到重視，反而因為澳洲原始天然，原住民未發展出

文字系統，無歐洲所定義的高水準文化，而極具岐視之能事。這是因為當時以歐

洲主流白人文化為主要的參考架構，在英國人及其他歐洲移民進入澳洲後，因為

當地缺乏與歐洲相仿，不但沒有珍惜本地的文化傳統，還致力於改造原住民的文

化傳統。 

在當時不但對待澳洲原住民，充滿岐視的眼光。對於澳洲本地的白人，也自

我岐視。對於澳洲自身的歷史，早年也是不重視，而衹重視英國與歐洲文明史的

教導。僅僅簡單提到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發現澳洲，進而佔地為王，將其納入英

國殖民地一事。也在其間建構出早年拓荒時期冒險犯難的精神，掩蓋澳洲早期為

罪犯流放之地，可以說仍然是以殖民母國（英國）來建構文化特徵，這是澳洲人

民借鏡英國文化形成社會建構。 

早期澳洲為英國流放囚犯之地，有一段時期澳洲人避談這一段歷史，也極力

將澳洲打造成另一個英國，或是另一個歐洲。然而隨著新移入澳洲的住民，帶來

許多不同地區的獨特文化，形成極為不同的文化景緻，因而慢慢發展出獨特的文

化，重新定位族群，凝聚「澳洲人（Australian）」的形象與文化特質。1788 年第一

批移民中有 736 名流放犯人，一共 1030 人的船隊在雪梨附近登陸，早年許多澳

洲人對這段歷史引以為恥，現在則是翻轉過來，如果家族歷史可以上溯到最早來

的囚犯，不但不以為意，反而成為光榮盛事。新的共同生活經驗成為社會文化建

構中重要一環，必須先凝聚土地上各族群的共識，才得以發展獨特文化，新移民

來自四面八方，不僅歐洲、尚有亞洲東南亞移民，先借用殖民母國英國豐富文化

內涵及歷史，先以英式風格為底本在融入各地區不同的元素，建立澳洲人的形象，

形成澳洲的族群形象。 

這種文化風格的轉變與歷史意識的轉變有相當程度的關連，都是經過長期的

討論而發展。其中成為關鍵性的因素，長期刺激著澳洲知識界不斷的思考，來自

澳洲自身經驗的反省，其中主要是澳洲與亞洲的關係。澳洲對於自我認同思想的



轉變，最後終於能夠改變原有的文化優位秩序，促成新文化意識的產生，能夠如

此快速，其中澳洲開始反省其與亞洲的關係，做為積極的亞洲事務參與者，成為

亞洲國家的親善鄰居，功不可沒（Theophanous, 1995），估計未來澳洲在吸收與消

化亞洲文化，仍然會扮演最重要而積極的角色。澳洲對亞太地區事務的投注，以

致於改變了澳洲原有的文化優位秩序，其重要性值得特別加以探討。 

由澳洲的歷史來看，雖然澳洲在地理環境上是接近亞太地區，但是卻是由歐

洲人在近代發現而建立殖民地，因此在文化和歷史上則更接近歐洲。從 1788 年首

批英國移民在雪梨附近登陸後，澳洲的歷史就成為了一部移民的歷史，雖然澳洲

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但是一直到晚近才承認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翻開澳

洲的歷史，其實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認可，出現相當晚。早期在澳洲對移民都是

採取同化政策，將澳洲視為白種人的國度，後來推到極致，就成為眾所周知的“白

澳政策＂，極力排斥非白種移民，制定了“聯邦移民限制法＂，以各種入境條件

的限制，達到限制非白人移民的目的。白澳政策由澳洲殖民時期，十九世紀末期，

到 1901 年澳洲獨立，將各殖民地改為州，正式成立了聯邦政府，仍然持續此一政

策。 

到了 60 年代中，澳洲當局開始實行取消種族隔離的政策，但是仍要求移民接

受澳洲的價值觀，將不同族裔背景的人同化到澳洲的文化中。這種以西方國家文

化自居而看低亞洲國家價值觀的狀態，產生一種與亞洲地緣文化不相協調的情

況。1973 年，移民部長 Al Grassby 正式從加拿大引進和推行了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才算是將名聲狼藉的白澳政策廢除。在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下，澳洲政府認可所有

的澳洲人都有權利表達和分享他們的獨立的文化傳統，包括民族語言和宗教信

仰，而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機會（Jones, 1991: 14）。  

於是澳洲就在極短的時間，由存在具有種族岐視政策的國家，變為政策上最

開放的移民國家。促作澳洲改變政策的原因，固然存在著外在因素，但最重要的

仍是由於澳洲內部的討論與反省，澳洲在二十世紀六十年代以後，經過一連串長

期的辯論，所產生的新的認同方向，即認為自己雖然文化根底來自歐洲，但是和

歐洲國家並不相同，而是亞太地區的國家，必須要對亞洲事務有更深切地瞭解和

參與。七十年代澳洲白澳政策的廢除，不是受到外界的壓力而改變，而是澳洲自

己認同的改變。而刺激澳洲思考認同問題的轉變，除了六十年代的民權運動與革

命思潮之外，來自與亞洲關係的歷史也是重要的來源（Fletcher, 2001: 324-45）。第

二次世界大戰將澳洲捲入亞洲戰場，亞洲事務成為澳洲主要對外事務的核心，這

與歐洲國家的思惟大不相同，澳洲因而漸漸調整腳步，開始將心力放在亞太地區

的事務。影響所及，這已經不止是澳洲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是民間人士致力推動



的方向。亞太經合論壇（APEC）即是在澳洲的提議下所創立，成為區域內最重要

的國際組織之一。這種認同的轉向使得民間人士對亞洲事務產生莫大的興趣，從

語言文化的學習、友好團體的組織、經貿的往來、國際援助的參與到共同合作的

計劃，都有很好的成績。最重要的是，對亞洲事務有長期的關注與承諾，成為朝

野的共識，這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參、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 
在澳洲多元文化主義仍存在著很多不同形式的爭議，直到現在為止仍是如

此。澳洲的移民政策經歷了三個重要的階段，才有今天的包含多元文化主義的澳

洲認同。在政府的具體的政策推動下，多元文化主義成為澳洲公民生活的一環，

其中以在傳播事業上的成就最大，在澳洲生活的居民都可充分感受到多元文化主

義在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廣播而言，澳洲在 1978 年，正式成立了播送四十多種語

言的特種廣播服務電台（SBS Radia），在澳洲各地播出，後來 SBS 廣播電台更發

展到播送六十八種地方和民族語言。而在電視方面，1980 年澳洲建立了當時世界

上唯一的多種語言節目廣播服務電視台（SBS TV），向澳洲觀眾播送從六百多個國

家和地區選出的用六十多種不同語言廣播的電視節目，同時向移民教授英語。Ｓ

ＢＳ電台和電視台的建立是澳洲政府貫徹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重要的一環，

成為各國參考與學習的對象（Stratton, 1998）。 

除了由全國統一的廣播與電視之外，澳洲政府還鼓勵並資助移民和少數民族

建立自己的廣播電視和電台，例如有些ＡＭ社區電台頻度就讓不同民族社團免費

使用，讓他們播出自己語言的節目。而在廣播電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成就是塑

造了一個可以提供多語服務的環境。為了方便移民，各級政府機構均對移民提供

翻譯服務，移民局的傳譯中心還提供二十四小時翻譯服務，盡量減少非英語背景

的移民的種種不便。 

澳洲實行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並不是一帆風順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波折

與轉折（Bett, 1999: 284）。其中影響較大的幾種爭議有，學者不同的言論，如

Geoffrery Blainey ， Stephen Fitzgerald 和 Ghanssan Hage。他們均從不同的角度

對多元文化主義提出了異議。然而我們必須從社會的整體來觀察這些不同的言

論。首先是 Geoffrery Blainey 用“亞洲化＂來描述政府新改革的移民方案，他反對

繼續從亞洲吸收移民，他認為，如果政府不改變吸收移民的方向，澳洲將成為真

正“亞洲化＂的國家（Blainey, 1985）。而 Stephen Fitzgerald 的報告則認為，澳洲

應該增加移民，但是移民應該表明願意執行澳洲的慣例，同時不應該取得澳洲的

公民權（Bett, 1999: 280）。還有一位學者 Ghanssan Hage 則強調指出，從十九世紀



開始，澳洲一直是白人統治，是個事實也是個傳統，土著和後來的少數族群不應

該有權利參政和決定國家事務（Hage, 1998）。這些言論最後並沒有成為政府施政

的主流方向，但是也代表了澳洲一部分人士的意見。 

學者之間其實是存在著不同的意見，Katharine Bett 認為從不同地區來的移民

給澳洲帶來了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的財富，澳洲本身就是一個多移民的國家，移民

背景的知識分子對移民的情況更熟悉，應該更有權利決定國家的事務（Bett, 1999: 

280）。另一位學者 Jon Stratton 也同樣批評說，澳洲本是一個移居者的社會，本身

就存在著多民族，文化也有著不可改變的多樣性，執著於單一主流文化的論調，

是和發展多元文化相衝突的，是不利於各族群之間的相互了解和協調發展的

（Stratton, 1998: 16）。儘管爭論不斷，澳洲大抵還是依照多元文化主義的步伐前

進，我們必須注意，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主要是強調容忍，而不是要任何人放棄

或改變自己的文化傳統，就實際的發展而言，原有的澳洲文化傳統的形式是保留

下來，而是各種不同的文化豊富了主流文化的內容。原有的文化主流並沒有受到

威脅，而是增加了不同的內容。實際上的狀況並非如學者所言的非此即彼，而是

在動態的過程中取得某種平衡。 

澳洲在本世紀七十年代實行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以來，澳大利亞的人口已從原

來的 八百萬人，增加到現在的二千萬人，已從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小國發展成為中

型力量的國家（Theophanous, 1995: 33）。移民的前來開啓了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向，

多元文化主義又為多族群社會開展出了一條康莊大道。在澳大利亞多元文化主義

的背景下，各族群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各族群文化之間又能互相融合，相互

促進，互補長短，澳洲主流文化也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精華，漸漸成為信心十足

而具有獨特性的文化。 

 
肆、從移民的角度看澳洲認同 

澳洲是個以移民為主所構成的國家，並且號稱是多元移民所構成的國家，移

民來自世界各國，除了現在被稱為「澳洲原住民」（Australia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其他都是後來的移民，因此理論上移民衹有先來後到的區別，不

應區分誰是主人誰是客人，但在實質上卻非如此，澳洲經過英國白種人後裔為主

的移民的開墾一百多年之後，才以聯邦的型態獨立建國，所以國家體制已經定型

之後才有各地的移民大規模移入，所以澳洲有個清楚的主流社會，是以英式的文

化為基底，經過在澳洲這種塊土地的淬煉而產生的所謂的澳式風格，後到的移民

則都有機會體認這種澳式風格，並且認知主流社會的存在（Wooldrdge, 1998: 

178-92）。 



澳洲是個以歐洲白種人移民，尤其是英國移民為主所組成的國家，此外澳洲

原住民和非白種人移民也是重要的組成成分，而非白人移民則以亞洲人最為顯

著。其實澳洲的白種人移民從未間斷（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1993），除了

來自英國和紐西蘭的移民持續成為最主要的移民之外，其他的白種人移民早期以

來自西歐為主，如德國、法國、荷蘭、西班牙等都有不少移民，戰後是南歐移民

為主，以義大利、希臘等為大宗，自八十年代以來，來自前蘇聯國家及東歐各國

的移民快速增加（ Kunz, 1998），最近則以南非和前南斯拉夫的移民為多。澳洲的

非白種人移民以亞裔居多，就人口總數而言亞裔移民並不顯著（Inglis, 1992），亞

裔移民之所以受到注目，並非基於移民太多，而是亞裔移民在外貌上和主流社會

的白種人相較，顯得比較顯著，亞裔移民增加在大都會的街頭上即可感受到，但

實際上亞裔移民的人口增加比例並不顯著。 

亞裔移民之所以比較顯著，基於以下幾個事實：第一，除了亞裔移民以外，

其他非白種人移民的人數很少，如來自非洲、中東以及中南美洲的移民人數很少，

因此亞洲移民突顯出來，非白種人移民和亞洲移民經常被劃上等號。第二，絕大

多數的亞洲移民是在七十年代後期，澳洲宣布正式廢止白澳政策之後才移民澳

洲，亞裔移民的增加是對於過去單純以白種人為主的主流社會而言是很容易感受

得到。第三，亞裔移民喜歡住在大都會，也很容易有聚居的現象，商家用不同文

字的招牌，來自亞洲各國的餐廳開張，提供和西式餐點極為不同的食物，甚至各

大埠都有中國城以及亞洲食品店，都是顯而易見的。第四，部分亞裔移民具有商

業背景，或是專業人士資格，易於進入傳統上第一代移民不易跨足的領域，如醫

師、會計師、建築師或是金融投資等圈子，能見度較高。 

白澳政策之前即留在澳洲的華裔移民人數終究有限（Wang, 1978），根據統計，

人數最少時僅餘數千人，也受到澳洲社會的排斥 （York, 1995），在當時澳洲社會

不易見容異質文化下被同化，可以說直到白澳政策廢止之前，對後來的移民是採

取同化政策 （Inglis, 1967）。在白澳政策期間（1901-1973），對華人入境比較嚴格，

僅有少數的華裔人士得以入境（York, 1992），然而到了六十年代，政策已經比較

寬鬆，部分華人因為就學及工作關係而取得居留權，1999 年當選新南威爾斯州參

議員的黃肇強醫生（Dr. Peter Wong），以及同時當選的前雪梨市副市長曾筱龍

（Henry Tsang），都是在這個時期移居澳洲，算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華裔移民。今

日澳洲華人移民，主要還是在白澳政策正式廢止以後才有大批各地華人入境，構

成今日澳洲華人的風貌（Barry, 1996）。 

在白澳政策廢除之後，首先人數最多的一批移民是來自中南半島的移民，主

要是以難民身分來到澳大利亞，尤其是西貢淪陷以後，大批越南船民向外奔逃，



其中不少人是華裔背景，澳洲以人道主義精神，主動協助亞洲國家處理難民收容

問題，是澳洲參與亞洲事務的代表例證，也因此在這段時間，以難民身份來到澳

洲的亞洲移民佔了多數，同樣情況的移民有來自柬埔塞、寮國和東帝汶。對澳洲

社會而言，這是自白澳政箂正式廢止以後人數最多的一批亞裔移民，以致於留給

澳洲主流社會的印象最深刻，多年以後這個印象仍然留存，經常在論及亞裔移民

時會提到這種難民印象。 

八十年代初期，專業人士型的華裔移民漸漸增多，主要以來自新加坡及馬來

西亞或其他地區接受大不列顛國協教育的華裔人士，很多是具有醫師、律師、會

計師等專業資格，具有這種資格的人士一方面易於移民到澳大利亞，另一方面稍

早時星馬地區的族群政治也是造成許多人才滯外不歸的因素，這批人構成澳洲社

會新的中產階級（Kee, 1988, 1992）。澳洲的亞洲移民如果和其他移民國家相比，

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段期間的亞洲移民以來自東南亞的移民最多，而華裔移民也

是由東南亞來的人數最多（Wang, 1992），是移民研究中的「二次移民」的極佳例

證。 

到了八十年代後期到九十年代這段期間，明顯地來自中港台的移民構成了華

裔新移民的主要成份，此外來自東北亞的日本與韓國人都為數不少。來自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移民，主要是由留學、讀英語以及打工的中國公民，在八九年天安門

事件之後，力爭而取得澳洲居留權，構成人數最多的一批新移民，約有四萬人，

加上這幾年親屬團聚，人數可能在十萬之譜（Fung, 1996）。來自香港的移民則是

受到 1984 年中英聯合談判到香港 1997 政權轉移的事件影響，一段時間每年有持

續穩定的移民來到澳大利亞，移民則和階層都有，從富豪到勞工階層都有。來自

台灣的移民在人數上雖然較少，但是因為符合移民資格以商業投資移民為主，新

移民的經濟比較寬裕，活動力也很強（Giese, 1996）。 

因此澳洲華裔社群的組成和政府的統計數據有相當的差距，澳洲的統計數據

以出生地為分類標準，其中亞裔人口來自亞洲各國都有，從政府出版品的統計資

料我們看不出有多少華裔人口存在，然而實際上，由星馬來的移民以華裔佔絕大

部分，馬來人很少，同樣的情況印度尼西亞的移民也是以華裔為主。至於從「印

支三邦」（Indochina，即越寮棉三地）來的移民，其中也有不少華裔，在澳洲多稱

為印支華人，惟實際人數無法得知，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可看出許多成員很容易同

時參與華裔社區及印支移民社區的活動，和這兩個社區的成員通婚的比例都很

高，華裔的限界有時不是太清楚，同樣的情況也在來自菲律賓和東帝汶的移民社

群中出現，這顯示澳洲華裔和澳洲亞裔的密切關係，因此有時候在指涉澳洲華裔

時常常要以澳洲亞裔來代替，顯示了澳洲華裔的多元風貌 （Coughlan, 1992）。相



關的研究顯示，早期留在澳大利亞的華人很早就有澳洲華人認同的觀念 （Yuan, 

1998），在較小範圍的社區研究也顯示不同背景的華人有各種不同層面的互動關係 

（Mo, 1994, Ip, 1994）。在日常生活上也許華人參加各種不同社團，和自己鄉親互

動為主，未必會和不同背景的人互相聞問。 

對待移民政策的改變，可以由語言的政策看出來，50 年代的澳洲人以“同化

政策＂對待英國以外的歐洲移民，要他們改變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

如果東歐或南歐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己的語言講話，澳洲人會極為反感，常常不客

氣的打斷他們，要他們講英語。越南戰爭之後，澳洲人的寬容心大大增強，開始

承認各國移民帶來的風俗習慣和服裝飲食豐富了澳洲的社會生活，對英國之外的

文化已經從排斥到接納。對原住民文化的態度也發生了根本性的變化。1967 年工

黨和自由黨－鄉村黨聯盟都先後放棄了同化政策，給予原住民權利。1972 年放棄

白澳政策。移民語言的重要，以下的資料是由 2001 年澳洲人口普查資料而來。這

時澳洲人口約二千萬，其中 16% 在家中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約有超過 240 種不

同語言被使用。 

移民語言使用前十名 
Italian   353,606 
Greek   263,718 
Cantonese  225,307 
Arabic   209,371 
Vietnamese  174,236 
Mandarin   139,288 
Spanish   93,595 
Tagalog   78,879 
German   76,444 
Macedonian  71,994 

移民團體中，華人應該是最大的一群，因為將廣東話及普通話等加起來，已

經成為最大的群體，約有四十萬人，佔澳洲人口的 2.1% 。其次是義大利人與希臘，

Italian （352,605; 1.9%），Greek （263,717; 1.4%）。原住民中包含原住民及海崍島

人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原住民佔澳洲人口的 2.2% ，population 

約 410,000 人，2002 年調查，有 21% （94,000）原住民可以使用族語。其中衹有

50,000 使用原住民語使其族語為主要語言。移民家庭語言而言，據 2001 年資料，

有四百萬人口，即澳洲的百分之二十是在海外出生。其中也有很多移民家庭使用

英語為主要家庭語言。  

海外出生的移民家庭，是使用以英語以外的語言的家庭中的主流。多元主義



到多語主義，1970 年度開始，澳洲政府正式認可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認

為各種不同的語言即是重要資產。鼓勵保留原有文化，也在電視廣播中呈現，電

視方面，兩家公有電視台，ABC 及 SBS，有少數不是英語以外的節目，廣播也是

多語政策的實踐採取了多元文化政策，因此具有雙語能力者，被認為是優點。政

府支持：政府投入資金與資料，更多人可以得到好處。 

族群語言學校（ethnic schools）是主要教授移民子女語言的地方，主要是在下

課後或是週末來進行。據估計現在全澳洲約有十萬個學童參加族群語言學校。也

有主流學校（mainstream school）開設族群語言，通常一週兩三個小時。族群語言

學校對所有語言背景成員開放。目前有超過六十種語言的族群學校，大部分分佈

在族群社區附近。族群學校多半由族群社團來組織。政府會資助族群語言學校。 

對於亞洲移民的語言採取的政策，也會影響到其他族群對於相關外語的學

習，外語的學習，向來是採取志願性的學習方式。而學校可以決定學校自己選定

的非英語的語言課程，現在非英語的語言課程已經列入小學八大學習領域之一，

學生有機會學習到其他各國語言。以往是以歐洲語言為主流，現在日語、華語及

印尼語是大宗，明顯地改變了文化上的氣氛。  

 

伍、從澳洲原住民的角度看澳洲認同 
澳洲原住民（indigenous Australians）與澳洲主流社會的關係，由早年的關係

來說也是惡名昭彰，例如塔斯瑪尼亞的原住民被滅絕，原住民的土地被侵占，原

住民沒有公民權，原住民的小孩被帶離原生家庭，種種惡行罄竹難書。原住民早

年在澳洲並沒有被當成人來看，所以既沒有公民權，也沒有出現在國家統計資料

中，直到 1967 年以後才有公民權。澳洲原住民與澳洲主流社會的關係，實際上很

複雜，應該有專文更細緻的討論。然而從大方向來說，在澳洲反省自身的文化觀

念時，澳洲原住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採行了多元文化主義之後，澳洲原

住民的文化傳統，反而成為澳洲文化發展獨特性的核心。 

現在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成為澳洲文化表現特色的核心元素之一，在各種不

同的國家慶典，可以看到原住民文化的展顏，各種重要的禮品店也會有原住民文

化特色的產品，而且其文化特質受到法律的保障，可以說原住民的文化，現在成

為澳洲文化的代表之一。這種情況的發展是最近二十年努力的結果，反而成為其

他國家考察原住民與國家關係的對象。由原住民文化在澳洲當代文化中扮演的角

色，以及其在這段時期間的變化，可以看出澳洲發展出澳洲新文化認同的前後時

期的轉變。 

澳洲原住民文化構成澳洲文化主體的重要成份，這並不表示澳洲原住民已經



接受了澳洲政府為他們所做的平反與和解。相反地，歷史上澳洲原住民受到不公

義的對待，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清理。目前澳洲原住民與主流社會的關係，可以用

澳洲的運動選手 Cathy Freeman 在 1994 年加拿大舉行的國協運動會（1994 Victoria 

Canada Commonwealth Games）上的歷史場景為代表，Cathy Freeman 在奪下 400

米金牌後，在勝利繞場時身披兩面旗，一面是澳洲國旗，另一面是代表原住民的

土地太陽旗。澳洲原住民是澳洲認同的重要核心，但是澳洲原住民保有自己的認

同，他們和澳洲主流社會的關係，還待進一步的平反、道歉與和解。 

除了歷史問題未安頓以外，澳洲原住民的現狀也值得關注，澳洲原住民是澳

洲經濟狀況最不好的一群人，失業率高、低收入及高失學率。各種社會問題，如

犯罪率高、毒品問題以及家庭暴力等，都顯示原住民是被主流社會邊緣化的一群

人，即使現在做了各種努力，問題仍然很多。 

文化保存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威脅，以語言為例，原住民語從白人進入澳洲時

就開始衰亡，因此已經超過兩百年的衰亡期。現在可以有九十種原住民語存在，

但是大約衹有二十種原住民語可以保存較好，即可以進行代間傳承。原住民語中，

大約有七十多種原住民語已經面臨死亡。主要是年輕人已經不再說原住民語。也

有幾種原住民語發展成混合語（creole）。多數的原住民保持使用原住民語，主要

是住在北方及中部地區。原住民語語言使用與人口分佈有關，也與都市化的程度

有關。絕大多數人都可使用英語。澳洲原住民語言發展的主要困境，是沒有一個

多人共用的原住民語，如紐西蘭的毛利語。主要困境，對大多數的原住民語言，

衹有數千人的使用者。原住民衹要認為有需要，可以向教育當局提出申請，請求

原住民語言教育的協助，但是主流的教育仍然保持。原住民語言教育對於兒童及

年青人強調語言教育機會的提供，但不要因此而失去其在現代社會的機會。 

然而雖然就族語而言，前景不樂觀，但是這是所有少數族群所面對的共同問

題。然而，澳洲原住民的語言雖然慢慢走向衰亡，但是語言景觀卻得到了較好的

發展，語言景觀是指在公共場合可以看到原住民語言的使用（public us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路名、標題等愛用原住民語言，語言的使用與語言的地位

同時提高，語言不衹是用說的，也可以是用看的。語言景觀對於發展澳洲的文化

獨特性有很重要的地位，原住民語言大量被採用，使得談到澳洲的地名，就會出

現富含原住民色彩的名字，對於增加澳洲的原住民風貌，有十分正面的協助。 

雖然傳統的澳洲原住民文化正在衰亡中，而越來越多的澳洲原住民搬到都會

區來居住，也使得澳洲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形態使了很大的改變，但是傳統文化卻

有新的形式的發展。當原住民議題形成一種社會運動，某些原住民的文化元素成

為泛原住民的共同認同對象，甚至成為原住民的文化象徵，例如澳洲原住民的竹



筒樂器（Didjeridu），就成為重要的澳洲原住民文化象徵，其造型及其音色，都成

為大量複製的符號（Lindheimer, 2000）。由於這些發展，使得澳洲原住民的文化，

提昇到代表澳洲文化獨特性的地位。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逆流:「單一民族黨」的興起 

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與新澳洲認同的建立，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經過許多曲

折的論辯與發展過程。其中 Pauline Hanson 的反原住民與反亞裔移民的言論是代表

性的事件，Pauline Hanson 所代表的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則強調，澳洲

應限制亞洲移民和停止對土著人的優惠，移民只能說英文，更不應該保持自己的

文化。主要是在 1996 年 9 月，以新當選的獨立女眾議員的身分在國會發表演說，

反對多元文化主義，表示澳洲正在有被亞裔人士「淹沒」的危機（Hanson, 1997）。

Pauline Hanson 與「單一民族黨」的興起是澳大利亞政壇自廢除白澳政策以來最重

要的政治現象（Manne, 1998: 3-9）。「單一民族黨」反對亞裔移民的言論被認為是

澳大利亞採行多元文化主義最大的挑戰（Sheridan, 1998: 169-170） 

「單一民族黨」的興起，是自從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之後，提倡多元文化主義

之後最大的逆流，各界的解釋出現有不同的解讀。有人認為「單一民族黨」的興

起是一個意外，是兩黨政治技術失誤加上媒體炒作，才使「單一民族黨」的言論

得到了舞台（Pattel-Gray, 1997）。也有人認為「單一民族黨」的興起在澳大利亞有

其源頭和社會基礎，除了歷史上揮之不去的白種人優越感傳統作祟，以及過去長

期白澳政策以來所養成的封閉排外心態之外，還有近年來因為經濟困頓以及失業

率高居不下的挫折感。當 Pauline Hanson 發表這篇煽動性演辭時，澳洲政府坐視不

理，澳洲總理霍華德（John Howard）當時拒絕指摘 Pauline Hanson，只表示她有言

論自由。隨後 Pauline Hanson 所挑起的火頭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引起亞洲地區人士

的廣泛關注，很多澳洲人才感覺，澳洲致力為國家營造一個友善的多種族及多元

文化形象而長期苦心經營，卻被 Pauline Hanson 廉價的種族主義爭論而破壞於一旦

（Goot, 1997: 53）。 

Pauline Hanson 在 1997 年 4 月成立「單一民族黨」，原來並不特別引人注意，

真正讓「單一民族黨」坐大的是澳大利亞兩大黨的惡質競爭，「單一民族黨」成軍

的第一次操兵是 1998 年 6 月昆士蘭州的大選，當時聯盟黨的主要政黨自由黨自忖

可能會輸給工黨，因此想要拉攏其他的小黨，因此把優先票撥給「單一民族黨」，

其算盤是寧可讓「單一民族黨」多幾個席次，也不願工黨上台，以換取「單一民

族黨」的優先票，因此「單一民族黨」的興起，聯盟黨難辭其咎（Allum, 1998: 1-3）。

聯邦總理也是自由黨黨魁何華德沒有制止這種做法，衹說是由各州的自由黨人自

行決定，言下之意，和「單一民族黨」換票衹是選舉策略，非關道德。選舉結果



是「單一民族黨」在選舉中異軍突起，得到成為關鍵少數的席次，成為該州第三

大政治勢力。「單一民族黨」的候選人在地方選舉興起，主要和澳洲的選舉制度有

關。 

回顧「單一民族黨」在澳洲發展的歷史，「單一民族黨」很快興起，也很快消

失。1997 年以後其內部的問題逐漸暴露出來，先後傳出「單一民族黨」的黨員對

Pauline Hanson 等所組成的領導班子深感不滿，要求重組領導階層，也有高層黨工

對於內部財務狀況提出質疑，最後在昆士蘭州議會的「單一民族黨」在短短一年

內，失掉逾半數席位，辭職及被開革的都有，最後很快地沒落了。「單一民族黨」

現在已經沒落，反亞言論顯然吸引不了主流選民的注意，種族問題不是競選的主

題。澳洲的小黨一般而言，既不可能執政，衹能從制衡角度來談，移民問題涉及

道德問題，就成為小黨集中焦點的地方。至於大黨為什麼不願意多談移民問題及

種族問題，原因是談了不見得能夠吸引到選票，說錯話反而很容易失分。於是澳

洲的選舉，形成了大黨談稅制，小黨談移民及種族問題的場面。 

單一民族黨在澳洲的興起與沒落，代表澳洲的多元文化路線已經為社會主流

所共同接受，偏激的言論固然好像一時之間得到不少迴響，但是事後證明，澳洲

仍然是一個成熟的言論市場。所有的不同意見，僅止於言論層次，凡是不能經得

起時間考驗的意見，會自然沒落消失。單一民族黨的現象也反應，澳洲的新認同

路線，其實是在社會的論辯與討論中形成，澳洲既然是多元民主社會，就會有各

種不同的聲音。而由言論市場自由淘汱的方式，證明種族主義偏狹的單一民族黨

最終難以在澳洲社會中得到足夠的支持。 

 

陸、從共和運動的角度看澳洲認同 
從國家定位而言，澳洲現在仍是一個君主立憲的國家，英國女皇在澳洲的憲

法上仍是國家元首，雖然在實際的運作上，英國女皇並未行使其權力，而是指派

一個總督代表女皇行使權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也衹有禮儀上的功能。因此澳

洲在政治現實上與台灣類似，都有名實不符的情況。澳洲也有一群人希望改變現

狀，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君主立憲的運動，被稱為共和主義，即主張澳洲應該是個

獨立國家，以建立澳洲共和國為職志。在澳洲的國旗上，也是英國的米字旗為主

調，表示其與英國的歷史關係，但是這是澳洲共和主義者希望改變的國家象徵符

號。 

澳洲的共和主義運動在 1999 年的公民投票中，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而沒有通

過，然而共和主義運動仍在持續進行中。這個結果須要進一步的解釋，反對共和

主義運動的人表示，他們也支持共和主義的理念，但是現在無意改變現狀，因為



他們對於改變為共和主義後的情況無法確定。長期的共和主義運動雖然尚未成

功，但是「澳大利亞優先」的價值早已深入民間。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共和主義

運動雖然尚未成功，但是主流價值的建立更值得參考。澳洲如何能擺脫傳統的價

值觀，改變過去移民總以英國標準為上的思惟，建立一個以澳大利亞為中心的認

同體系，是值得參考的課題。 

澳大利亞憲法改制共和的公民投票結果揭曉，多數人選擇了不改變現行憲

法，努力了九年的共和主義運動宣告失敗，奇妙的是，各種民意測驗都顯示高達

三分之二的民眾實際上是贊成共和制，然而民意測驗同樣也顯示共和制在公民投

票會失敗，因此這個投票結果須要精巧的解釋。 

早在共和制憲法改革尚未付諸公民投票以前，共和主義運動的成員信心滿

滿，認為澳洲改制共和，天經地義，而且得到民眾高度支持，勝卷在握。而反對

共和主義的保皇派，在當時被認為是守舊而不合時代潮流，衹有一小撮人做最後

努力。各種民意測驗都顯示多數澳洲人認為澳洲應改制共和，現行君主立憲視英

國女皇為國家元首不合時宜，應該加以改變。 

然而從共和制憲改方案付諸公民投票以後，情況卻慢慢改變。由於共和制要

付諸實現，必須清楚告知是那一種方案的共和制，為此在 1998 年初召開了制憲會

議，會議似乎很成功，民間和政界大力支持，選出代表澳洲不同背景的代表同聚

一堂，最後討論出一套共和方案出來。這個方案可以稱之為「最小改變方案」，為

了減低民眾的排懼心理，這個方案基本上完全保留現行憲制的精神，衹是將國家

元首改名為總統，由眾議院三分之二同意通過，其職權和現行英皇代表澳洲總督

一樣，衹有象徵性的權力，參加儀典和簽署文件。 

這個方案卻讓一部分強力主張共和制人士感到不滿，他們認為應該全民直選

總統，民意測驗顯示這批人約有百分之十六到百分之二十。這個共和陣營的矛盾

被保皇派利用上了，保皇派的競選策略從一開始就緊咬這點，廣告上不提任何與

英國皇室有關的訊息，衹表示這種共和制不是澳洲人所要的，最後強調如果想要

全民直選總統，就投反對票。這一招果然奏效，反對陣營最後有多名共和主義的

大將大力投入，他們積極游說選民，要共和就要真正的共和，這個方案不好就要

否決，形成反對派中有保皇運動和共和主義分子的景象。 

這使得這場公民投票的訊息變得十分混亂，一直到投票前，各路人馬仍在爭

辯，贊成是什麼意思，反對是什麼意思。贊成派說，贊成就是贊成共和，反對就

是支持女皇，反對派說不是，贊成就是支持這種沒有實質改變的共和制，反對就

是不支持理由不強烈的改變。選舉的結果顯示反對派的競選手段成功，將原來表

示支持共和制的人數，約三分之二，減去支持總統直選的人數，差不多就是最後



公民投票的結果。於是澳洲仍然是君主憲政國家，象徵元首仍是英國女皇，一切

都沒有改變，過去九年來聲勢浩大的共和主義運動，投注了無數的財力與人力，

最後仍然回到原點。這個結果或許可以說澳洲人對憲政改革比較保守，如果改革

方案不僅理想，多數人寧願保留現狀，卻不能單純地解釋為澳洲人對英國王室戀

戀不忘。 

澳洲這次公民投票顯示，公民投票對於解決複雜的憲政問題多麼有限。由於

公民投票多半衹能將複雜的問題化約為是非題，對於民眾期待多種選擇的思考空

間顯得無能為力，對於公民投票方案的不同解釋，衹能讓自由心證來決定。而公

民投票也對希望改變現狀的一方比較不利，因為要改變現狀的一方必須說明是那

一種改變方案，很容易顧此失彼，這才是這次澳洲共和改制失敗的主要原因。澳

大利亞公民投票否決了憲法改制共和的建議方案，這是出乎許多人原先的預料。

多數澳洲人選擇了不改變現行憲法，因此澳洲仍是君主立憲國家，而國家元首仍

是英國女皇。共和主義為何在公民投票會失敗，有公民投票制度設計的問題。 

這次公民投票結果，共和制憲法改革方案大敗，在澳洲六個州之中衹有維多

利亞州取得勝利，其他各州都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否決了這個方案。外國許多

媒體表示，澳洲人仍對英國女皇情有獨鐘，這是錯誤的解釋，一般民意測驗顯示，

澳洲衹有大約百分之十的人支持效忠英國王室，反對共和主義的保皇派，被認為

是守舊而不合時代潮流。公民投票的失敗，比較合理的解釋是，目前提出來的由

國會選出總統的共和憲改方案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此一憲改方案沒有通過。 

這種對澳洲傳統價值的肯定，而對於改革缺乏信心，可以從這次投票中清楚

地看出，尤其在鄉村地區的投票最為明顯。這反應了澳洲重新肯定其原有根植西

方的傳統價值的趨勢。過去有一段時間澳洲漸漸和西方傳統價值遠離，希望尋求

自己的生存之道，一段時間的摸索之後，現在又開始重新肯定西方傳統價值。重

新肯定西方傳統價值，如民主與人權觀念。澳洲大力介入東帝汶問題，即是以人

權觀念領軍，參加亞洲事務。澳洲將保留自身特色介入亞洲事務，澳洲在外交上

的轉變無寧是很清楚的。澳洲人更不願意輕易嘗試看不到清楚利益的改變，而肯

定目前澳洲現行制度，表現在本次公民投票上也是很清楚的轉變。對於共和主義

運動主張要切斷和英國王室的關係，澳洲顯然對於自身源於西方的傳統顯得更有

信心，然而這僅僅表示其理念成為澳洲的主流思想，種投票思惟方式是相當有澳

洲特色，反應了澳洲民間不信任政治人物的傳統，而無疑地這種傳統也根源於西

方的民主傳統。 

 

柒、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澳洲的文化認同已經卓然成型，考察其歷史

變化，今天澳洲文化認同的內涵，其實主要是在一個相對而言不算長的時間建立

起來的。主要是由於在二十世紀的六十年代到七十年代之間，發展出來以澳洲自

身文化經驗為主體的歷史觀，而由此歷史觀所觀照到的澳洲與亞洲的關係，促使

澳洲改變移民政策，廢除白澳政策，接受各地移民而形成多元文化政策。澳洲的

多元文化政策是以接納各種不同文化，然而澳洲本地的文化傳統其實在多元文化

主義的充實下，其核心價值反而得到肯定，從而吸收各地的文化。其中澳洲原住

民的文化，居於核心的位置，成為發展澳洲文化獨特性的關鍵。 

Joanne Petitdemange 認為文化認同可以分成三個領域：發展（development）、

表現（expression）和採證（evidence）。「文化認同是由諸如習俗、價值觀、傳統、

態度、信仰和溝通方式等等無形的事物中，被發展（develped）出來的。文化認同

透過藝術、文學、設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溝通系統（例如電視、報紙、網際網

路、談話、公開會議）等等智識性的工具，被表達（expressed）出來。並且，文

化認同藉由物質環境，諸如建築物、街景、風景和家庭器皿等日常用品等等，而

被證明（evidence）出來。」不管是發展、表現、採證都必須是從澳洲本土化起始

的，然後一步步達成共同的「文化認同」（Petitdemange, 1998: 49-60）。 

1988 年澳洲白人移民赴澳二百周年紀念，澳洲政府重新整理國家主義的觀念

和理論，最後由官方發表聲明，將澳大利亞描述為： 

一、是一個誠摯地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國民之間尋求「和解」的國家。 

二、一個多元、而非單一文化的國家。 

三、一個公共生活中很少男女差異的國家。 

四、由民族的網絡所建構成的國家，而非由截然的邊界和領土主權所界定的

國家。 

五、是個泛太平洋的亞洲國家，而並非「西方」國家。 

六、是個具有高度文化意識的國家，並藉由文化想像界定國家共同體。 

這些內容，是很清楚的澳洲新文化認同的重要面向。澳洲可以說是在短短的

幾十年的時間內，將由澳洲本土經驗發展出來的澳洲文化認同，成為澳洲的主流

社會價值，這個成就算是難能可貴的成就，否則一般而言，多少國家面對歐洲優

位的文化，能有自信發展新的文化認同觀念。而澳洲文化認同的轉變，仍然是以

澳洲自身的經驗出發，並沒有放棄原來的文化基底，但是卻以多元文化主義的立

場，接受並吸納原住民與亞洲移民的文化，成為在國際舞台上，一個自信而有獨

特文化內容的國家，是特別值得參考的文化轉變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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